牛郎织女故事流变考
（2020级古代文学专业 王雨晴 2120201491）

摘要：牵牛、织女最早最为星辰出现在文献记载中。先秦两汉时期，牛女开始出现人物形象，牛女故事逐渐形成，基本情节得到完备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故事细节进一步丰富，故事基本定型。以后历代的牛郎织女故事多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演变。唐宋明清，传奇、词、小说和戏曲等文学体裁出现，为牛女故事提供了更丰富的表现方式。在此过程中，牛女故事主题也不断出现新的元素，情节加入了新的演绎，人物形象亦有所创新，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思想文化风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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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郎织女神话以及由此形成的传说故事，居我国四大民间故事之首。牛女传说从无到有，从情节的完备到多样的衍生，中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。每一次演化都与特定时代的思想风气、社会背景、文学风尚等息息相关。本文试图通过整理、分析先秦至明清牛女的相关文学作品，考察牛女故事主题的流变情况。
先秦两汉：由星象到人神
由现存材料可知，牛郎织女的传说在先秦已形成。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曰：“维天有汉，监亦有光。跂彼织女，终日七襄。虽则七襄，不成报章。皖彼牵牛，不以服箱。”
诗抱怨织女不能织成布帛，抱怨牵牛不能拉车运输。这里的牵牛织女作为重要星辰出现，尚不具备人格特征。

    1975 年,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号秦墓出土战国末至秦始皇三十年期间竹简,有《日书》甲种简,《日书》乙种简。其中《日书》甲种有两简写到牵牛织女的情节,其155简云：“丁丑、己酉取妻,不吉。戊申、己酉,牵牛以取织女,不果,三弃。”第3简简背言：“牵牛以取织女，而不果。不出三年，弃若亡。”
此处，牵牛织女开始出现对应的人物形象。牵牛同织女结合，但不出三年织女弃牵牛而去，若无其人。这同后代传说中牛郎织女婚后又分离的情节一致，已经具备了后世牛女故事的基本雏形。

至两汉时期，牛郎织女的形象进一步丰满，故事情节愈加丰富，演变成动人的神话传说。在这一时期，牵牛织女仍时常作为星象出现，并且与灾异相联系。比如《后汉书·天文志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七年正月戊子,流星大如杯,从织女西行,光照地。织女,天之真女,流星出之,女主忧。其月癸卯,光烈皇后崩。”
织女星与皇后相对应，预示着后位的吉凶变动。
而与此同时，牵牛织女星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出神特性。比如汉代崔宴的《四民月令》记曰：“七月七日,曝经书,设酒脯时果,散香粉于筵上,祈请于河鼓、织女,言此二星神当会,守夜者咸怀私愿。”

这一现象在诗歌中也有体现。《古诗十九首》之十曰：“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。终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。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”
诗中，“牵牛星”对应的不再是“织女星”，而是“河汉女”，具备了人格特征。并且，牵牛织女之间已经出现了爱情的因素。“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”，赋予织女典型人间女子的行为特点。银河成为二人之间的阻隔。牵牛织女因此而不能相见，表现出爱慕留恋、离别相思与憾恨之情。

现存资料显示，两汉时期已经出现了牵牛织女的石像，这进一步证明了最迟在此时，牵牛织女有了人物形象。班固《西都赋》有句：“临乎昆明之池，左牵牛而右织女，似云汉之无涯。”李善注引《汉宫阙疏》云：“昆明池有二石人，牵牛织女像。”

石父、石婆神祠在文化革命前尚存，汤池先生在《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》
中云：“立在常家庄村北的石像，下半身埋于地下，目前仅露上半身在地表之上（高约一百九十厘米）。此像保存较好，五官清晰，头发的刀痕尚历历在目，身着交襟式衣服，腰间束带（从侧视图上可见束带迹象）。它具有挺立的短发，宽阔的前额，刚健的眉弓，硕壮的下颌，充分显示出男性的脸型特征。从它那微向左侧的头部，曲肘上举作持鞭状的右手，炯炯有神的双目和紧抿的嘴唇等细部形象的刻画，出色地表现出了牛郎坚毅刚强、憨厚质朴的性格。总之，从这座石雕的神态和造型意境来看，应该是牵牛像。保存在斗门镇内的石像，身着右衽交襟长衣，双手环垂于腹前，整体作跽坐状，高约二百三十厘米。此像鼻口部分已经后人重装，估计与原状相去不远；颈部有断裂痕，左臂在右背风化剥蚀较严重。它具有后垂的发辫、圆润的脸庞等女性的形象特征。其姿态和南阳画像石刻中的织女十分相似。它那微蹙的眉头和下撇的嘴角，活现出被银河阻隔、不得与牛郎团聚的织女所独具的痛苦神情。这座袖手而坐、悲愤填膺的石像，无疑是‘终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’的织女像。”

此时，牵牛织女星在星辰神话中的地位也显现了较大差异的变化。司马迁《史记·天官书》记载曰：“南斗为庙，其北建星。建星者，旗也。牵牛为牺牲。其北河鼓。河鼓大星，上将，左右，左右将。婺女，其北织女。织女，天女孙也。”
这里，“牵牛”己经是一头用来祭祀牺牲的牛，“织女”却己经是天之女孙，不仅织女的女性人物形象愈发明确，地位较之牛郎也更加尊崇。《淮南子》中亦有语：“若夫真人，则：……臣雷公，役夸父、妾宓妃、妻织女”，
这里的织女已经具备非常崇高的地位，初具神格，与雷公、夸父、宓妃等神话人物相提并论。牵牛织女这种地位的悬殊也为后世故事中人间牛郎、天界仙女的人物设定埋下了伏笔。

东汉人应劭编撰的《风俗通义》中更加明确地记载道:“织女七夕渡河，使鹊为桥，相传七夕鹊首无故皆髡，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。”
与此类似的还有蔡邕《青衣赋》中有“悲彼牛女，隔于河维”的句子，曹丕《燕歌行》中也有“牵牛织女遥相望，尔独何辜限河梁”的诗句，都是化用牛郎织女神话故事来表达爱恋、相思之苦。曹植《九咏》中有“叹匏瓜之无匹兮，咏牵牛之独处”的句子。这些都说明至少在汉代，牛女故事的流传已经相当广泛，牵牛和织女都具备了人格化、人神化的特征，故事情节也有了大致雏形。
二、魏晋南北朝：完备与定型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牛女故事的情节进一步完备，细节得到丰富，为后世进一步演绎做好奠基，文学史上重要母题的身份基本成型。

西晋张华在其著作《博物志》中记载：“旧说天河与海相通，近世有人居海渚者，年年八月有浮槎，去来不失期。人有奇志，立飞阁于槎上，多赍粮，乘槎而去。十余日中，犹观星月日辰，自后芒芒忽忽，亦不觉昼夜。去十余日，奄至一处，有城廓状，屋舍甚严，遥望宫中多织妇。见一丈夫，牵牛渚次饮之。牵牛人乃惊问曰：‘何由至此？’此人具说来意，并问此是何处。答曰：‘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，则知之。’竟不上岸，因还如期。后至蜀问君平，君平曰：‘某年月日，有客星犯牵牛宿。’计年月，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。”
“宫中织妇”、牵牛之“丈夫”，是牵牛织女星对应的人物形象。“天河”元素也于此出现。这些都是牛女故事发展中的重要环节，为后世的完整情节做了铺垫。

魏晋时期周处的《风土记》说：“七月七日,曝经书,设酒脯时果,散香粉于筵上,祈请于河鼓、织女,言此二星神当会,守夜者咸怀私愿,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,有耀五色,以此为微应见者便拜,而愿乞富乞寿,无子乞子唯得乞一,不得兼求。三年乃得言之,颇有受其柞者。”
记叙中，七夕乞巧和牛女联系起来，牵牛织女二星神成为祈愿的对象。

南朝梁时，吴均在《续〈齐谐记〉》中记载到：“桂阳城武丁，有仙道，
谓其弟曰：七月七日，织女当渡河，诸仙悉还宫，弟问曰：织女何事渡河，答曰：织女暂诣牵牛，世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也。”
七月七日之夜渡河相会，是牛女故事的重要细节。并且，在这则故事中，牵牛织女开始进入道教的神仙谱系，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新的创造。
南朝梁宗懔在其笔记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记载了一则故事，“常见道书云：
牵牛娶织女，借天帝二万钱下礼，久不还，被驱在营室中。”
这则记载中，又增加了牵牛借天帝二万钱为彩礼的细节，并且牵牛未能及时偿还，遭到天庭的驱逐和惩罚。《荆楚岁时记》又记曰：“天河之东有织女，天帝之子也。年年机抒劳
役，织成云锦天衣。天帝怜其独处，许嫁河西牵牛郎。嫁后遂废织纫。天帝怒，责令归河东，惟每年七月七日夜，渡河一会。”
此处，织女善于织造的特点已经出现。牵牛也演变为人间男子的形象，称作“河西牵牛郎”。二人结合后，因为织女耽于爱情，荒废织造，天帝为之怒，故将二人强行分隔，每年七月七日夜才许相会。至此可以看到，虽然记叙十分简单，但基本的情节元素、人物想像均已完备，成为后世书写不息的重要母题。
从南朝开始，牛女故事的一个重要载体开始凸显，那就是咏七夕题材的诗歌。在诗作中，诗家多表达对牛女爱情悲剧的同情、惋惜和遗憾。比如颜延之《为织女赠牵牛》：“婺女俪经星，姮娥栖飞月。惭无二媛灵，托身侍天阙。阊阖殊未晖，咸池岂沐发。汉阴不夕张，长河为谁越。虽有促宴期，方须凉风发。虚计双曜周，空迟三星没。非怨杼轴劳，但念芳菲歇。”
也有将织女纳入传统的闺怨诗写法之中，表现织女对牵牛的相思之情，风格缠绵婉转，清丽深致。如沈约《织女赠牵牛诗》：“红妆与明镜，二物本相亲。用持施点画，不照离居人。往秋虽一照，一照复还尘。尘生不复拂，蓬首对河津。冬夜寒如是，宁遽道阳春。初商忽云至，暂得奉衣巾。施衿已成故，每聚辄如新。”其余像谢惠连《七月七日咏牛女》、王鉴《七夕观织女》、梁武帝萧衍《七夕》、庾信《咏七夕》、柳恽《七夕穿针》、何逊《咏七夕》等等，都有类似的主旨。这类作品追述着牛郎织女故事的原型，着力在情感上开掘牛女故事的相恋相思之内涵。
三、唐代：张荐《灵怪录》的颠覆与创新

在唐代，牛女故事继续扩散繁衍。此时歌咏牛郎织女的诗词歌赋数量大
增。艺术水准相较前代亦有提高。这一时期，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小说中新出现的牛女形象。

唐代文人张荐《灵怪录》中有一篇《郭翰》，故事情节如下：
太原郭翰，少简单贵，有清标，姿度美秀，善谈论，工草隶，早孤独处。
当盛暑乘月卧庭中，时有微风，稍闻香气渐浓，翰甚怪之。仰视空中，见有人冉冉而下，及至翰前，乃一少女也。明艳绝代，光彩溢目，衣玄绡之衣，曳霜罗之帔，戴翠翘凤凰之冠，蹑琼文九章之履。侍女二人，皆有殊色，感荡心神。翰整衣巾下床拜谒曰：“不意尊灵乃降，愿垂德音。”女微笑曰：“吾天上织女也。久无主对，而佳期阻旷，幽态盈怀。上帝赐命游人间。仰慕清风，愿托神契。”翰曰：“非敢望也，益深所感。”女为敕侍婢净扫室中，张霜雾丹縠之帷，施水晶玉华之簟，转会风之扇，宛若清秋。乃携手升堂，解衣共寝。其衬体轻红绡衣，似有香囊，气盈一室。有同心龙脑之枕，覆双缕鸳文之衾。柔肌腻体，深情密态，妍艳无匹。欲晓辞去，面粉如故。试之，乃本质。翰送出户，凌云而去。自后夜夜皆来，情好转切。翰戏之曰：“牵牛何在？哪敢独行？”对曰：“阴阳变化，关渠何事！且河汉阻隔，无可复知，纵复知之，不足为虑。”因抚翰心前曰：“世人不明瞻嘱耳。”翰又曰：“卿已托灵辰象，辰象之门，可得闻乎？”对曰：“人间观之，只见是星，其中自有宫室居处，群仙皆游观焉。万物之精，各有象在天，成形在地，下人之变，心形于上也。吾斤观之，皆了了自识。”因为翰指列宿分位，尽详纪度。时人不悟者，翰遂洞知之。后将至七夕，忽不复来，经数夜方至。翰问曰：“相见乐乎？”笑而对曰：“天上哪比人间！正以感运当尔，非有它故也。君无相忌。”问曰：“君来何迟？”答曰：“人中五日，彼一夕也。”又为翰致天厨，悉非世物。徐视其衣，并无缝。翰问之，答曰：“天衣并非针线为也。”每去，辄以衣服自随。经一年，忽于一夕，颜色凄恻，涕泪交下，执翰手曰：“帝命有程，便可永诀。”遂呜咽不自胜。翰惊惋曰：“尚余几日在？”对曰：“只今夕耳。”遂悲泣，彻晓不眠。及旦抚抱为别，以七宝枕一留赠，言明年某日当有书相问。翰答以玉环一双，便履空而去。回顾招手，良久方灭。翰思之成疾，未尝暂忘。明年至期，果使前者侍女将书函至。翰遂开封，以青缣为纸，铅丹为字，言词清丽，情意重叠。书末有诗二首，诗曰：“河汉虽云阔，三秋尚有期。情人终已矣，良会更何时？”又曰:“朱阁临清汉，琼宫御紫房。佳期情在此，只是断人肠。”翰答以香笺答书，意甚慊切；并有酬赠二首，诗曰：“人世将天上，由来不可期。谁知一回顾，交作两相思。”又曰：“赠枕香犹泽，啼衣尚泪痕。玉颜霄汉里，空有往来魂。”自此而绝。是岁，太史奏织女星无光，翰思不已。凡人间丽色，不复措意。复以继嗣大义，须婚，强娶程氏女，殊不称意。复以无嗣，遂成反目。翰官至侍御史而卒。

在故事中，织女的形象带上艳情化的色彩。自先秦以来，织女的形象一直是出身高贵的女神，美丽勤劳、善良忠贞。而在这则故事中，织女却按捺不住寂寞，主动下凡寻找情夫，而且性格大胆。郭翰戏问她：“牛郎何在？哪敢独行？”织女对曰：“阴阳变化，关渠何事？且河汉阻隔，无可复知；纵复知之，不足为虑。”这样大胆的性格，也是前代织女形象中所未有的。此外，织女还认为天上不如人间快乐，如：七夕前后，织女隔了好几天才过来，郭翰问她：“相见乐乎？”织女笑而对曰：“天上哪比人间？正以感运当尔，非有它故也，君无相忌。”不久后因为帝命，织女又抛弃人间，返回天庭。这些都表现出织女多情放荡的性格特点。
织女形象的演变，和唐代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。唐代是思想相对开放的时代，尤其是唐代上层社会的女性，地位一度得到提高。唐代不少公主生活放荡不羁，招面首者比比皆是。《郭翰》小说中织女有夫又到人间寻找情夫的经历，在当时的贵族生活中能够找到对应的社会背景。同时，唐代也是文学中爱情意识逐渐凸显的时期。唐代文学中，大胆书写爱情，描写与妓女等女性群体爱恋的作品大幅增加。妓女作为重点书写群体，往往具有美丽多情、妖娆妩媚的形象特质。她们是士人才子爱情生活中的重点交往对象。在这种时代风气下，织女等一系列神女，也被文士赋予了类似的理想色彩。小说中对于织女形象的解构，实际迎合的是男性对理想情人角色的期待心理，是当时社会文人艳遇的心理产物。但这种欢乐往往是短暂的，分别与憾恨才是常态。所以对应在故事中，牵牛织女也以被迫分离的结局告终。“经一年，忽于一夕，颜色凄恻，涕泪交下，执翰手曰：“帝命有程，便可永诀。”遂呜咽不自胜。”这种“人世将天上，由来不可期。谁知一回顾，交作两相思。”唐代小说中的织女形象，是对以往的颠覆和创新。背后是唐代特殊时代风貌的体现，是文人群体特殊心态的反映。

四、宋代：翻新与深化

牛女神话在前代已经完成定型。因此在宋代书写中，人物形象与情节继续沿袭着旧有模式，没有太大的创新。于是宋人开始在书写的主题立意、思想情感上做出翻新与变革，流露出时代特有的思想风气，反映其时的社会状况，从而赋予七夕文学新的特质。时至宋代，词文学达到兴盛。此时咏七夕的词数量大增，其中对于牛郎织女的书写也开始趋于深入与多样。
首先是主题立意的开拓。有不咏爱情转而借故事歌咏友情者，如苏轼《鹊桥仙·七夕送陈令举》：“缑山仙子，高情云渺，不学痴牛呆女。凤箫声断月明中，举手谢、时人欲去。客槎曾犯，银河微浪，尚带天风海雨。相逢一醉是前缘，风雨散、飘然何处。”
这首词歌咏的主题是友情，一反旧调。书写的重点不再是离别相思，而是将情感转向旷达开阔，格调上超旷飘逸，开拓出七夕诗词新的境界。又如秦观的《鹊桥仙》：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，朝朝暮暮。”
情感立意上同样新颖开阔，一改此前七夕诗词哀怨悲伤的情调，认为爱情双方只要坚贞不渝，执著相守，即使不能朝朝暮暮相伴，也会长长久久。

其次是对牛女故事的理性反思。前代的牛女故事以悲情为主要基调，为他们的聚少离多而感伤。至宋代除了这种感情外，还增添了对牛女爱情的理性思考。例如严蕊《鹊桥仙》下片：“蛛忙鹊懒，耕慵织倦，空做古今佳话。人间刚道隔年期，指天上、方才隔夜。”
词意是说，牛郎织女的故事不过是空做古今佳话。人间的一年等于天上的一夜，因此故事从逻辑上解释不通。这种新的写法与宋人好说理的风气息息相关。在诗词中加入理语、融入理趣，是宋代文学新的特点。这同样也体现在歌咏牛郎织女题材的词作中。
宋代牛女词的另一特点，是沾染了浓重的忧患气息。宋代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局势当中，文学作品也弥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。
比如辛弃疾《绿丫头·七夕》：“ 叹飘零。离多会少堪惊。又争如，天人有信，不同浮世难凭。占秋初，桂花散采，向久夜，银汉无声。凤驾催云，维帷卷月，冷冷一水会双星。素杼冷，临风休织，深诉隔年诚。飞光浅，青童语款，丹鹊桥平。”
词表面言说牛女分隔的悲凉无奈，实际暗含着报国无门、失地难收的辛酸苦楚。折射出南宋偏爱之后国力衰微、风雨飘摇的时代面影。

五、明清：改造与加工

金元时期，除了传统歌咏牛女的文学体裁，新出现了散曲与杂剧形式。其所写故事仍然延续着传统内容，较之前代没有改变。例如金元之际杜仁杰，他创作的套曲《商调·集贤宾北·七夕》较完整地描述了七夕佳节的风俗和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。
至明代，理学作为官学，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加深。在牛女故事中，这种思想痕迹有较为明显的体现。明代描写牛女故事的主要作品有：《鉴湖夜泛记》及其改编的《灵光阁织女表诬词》、朱名世《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》、《鹊桥记》、《相思砚》、《渡天河织女会牛郎》。《鉴湖夜泛记》中织女云：“妾乃天帝之孙，灵星之女，夙禀贞性，离群索居。岂意下土无知，愚民好诞，妄传秋夕之期，指作牵牛之配，致令清洁之操，受此侮辱之名。”
这段叙说推翻了牛女传说的基本情节，认为织女是天帝之孙，身份高贵，不可能下嫁牵牛，认为旧有传说是对织女清洁贞操的侮辱。文人有意识地对原有故事进行曲解，从中可以看出明清理学禁锢下文人思想的僵化。
明代也是小说发展的繁盛期。此时出现了牛郎织女主题的商业小说。代表作品是朱名世的《新刻牛郎织女传》，这是牛女故事的第一部中篇小说。该作品广泛搜集历代文献中的材料，整合前代对牛女故事的各类演绎，综合各种故事情节，在牛女主题的流变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。虽然大体上还是对前代记载的敷衍集合，但是也加入了不少新鲜的内容。小说一共两万多字，用浅近的文言写成。

作者首先使用的方法是想像性的扩写。比如对“织成云锦天衣”一句,小说中就通过“织女献锦”“织女训织”“天孙论治”“陈锦激内”四则进行渲染和描述。织女在小说中还被描画成温良贤淑的公主，不仅有着精湛的制造技巧，还有着很高的政治休养。其中便有织女大谈治国之道的情节。又如“许嫁河西牵牛郎”一句,小说作者用“月老金书”“天帝稽功”“天帝族勤”“玉皇阅女”“太上议亲”“牛郎纳聘”六则来叙述。先是让月老讲述他二人有宿世姻缘,再让玉帝论功行赏，整个流程模式，是十分正统的皇家婚姻。
万历以后，艳情小说大为流行。朱名世身处万历时期，深受时代风气感染。小说中有很多艳情成分。比如小说第二卷就有“成亲赐宴”“牛女交欢”“凤城态乐”“天孙拒谏”“星桥玩景”“歌儿导淫”“汉诸观奇”“行童进直”“谴使谏淫”九则，对二人淫乐的场景大肆渲染。
在“凤城态乐”一则中,有这样的描写：“二人以此持心,日肆淫欲。女唤男非曰可意哥,即曰如意君,纵机上工夫狼籍,置之度外不关心男称女非曰心肝肉,即曰性命根,纵圈中蕊收荒凉,视为苛闲无着意。昔日回文挑字之姬,翻作持筋劝酒之叙,短笛无腔之韵,改为稻淫导淫之音。蒂结同心,胜过锦机奏巧,瑟调逸趣,曾如牛背横吹。”诸如此类的艳情描写，是典型商业出版物的风格，是时代风潮的必然产物。

其次，作者还使用化用其他神话传说的做法。比如第一卷第一则“牵牛出身”中,作者化用了《荆楚岁时记》中的记载：“汉武帝令张蓦使大夏,寻河源。乘槎经月,而至一处,见城郭如州府。室内有一女织,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……”第一卷第二则“织女出身”中,又化用了张华《博物志》里“七月乘槎”的故事。又如第三卷中,化用了唐代李亢《独异记》的故事，太白星官贪图织女的侍女梁玉清卫承庄的美貌而“星官窃脾”、“二碑谐缘”。节外生枝,写星官也按耐不住寂寞,偷走织女碑女。在“奏造桥梁”“鹊桥请旨”“鸦鹊造桥”“天帝观桥”四则中,作者采用了喜鹊搭桥的神话传说。这则神话见于古本《淮南子》称“乌鹊填河而渡织女。”

时至清代，戏曲创作进一步繁荣。牛女故事也是受到欢迎的主题之一。这时相关作品有：缪谟的杂剧《银河曲》、李文翰的戏曲《银河槎》、尤侗的戏曲《钧天乐》、清初邹山所作《双星图》，是清代第一部关于牛女故事的戏曲作品。这部作品的特点是，在原有故事架构基础上，杂糅了许多其他神话故事，充满了大胆的构思和奇幻的想像。大致内容是：
天上碧霄府洞府白玉山楼落成，天皇大帝传旨，赐星客天妃大游五日。牵牛星牛九郎偶逢织女星天孙，一见钟情，乃托仙友王良执柯。王良往求天孙之姑精卫，婚事遂成。牛郎与天孙耽溺情爱，怠荒牧织，郊祀及期，牺锦未备。秩礼司文昌星奏闻天帝，遂遣虎贲星使将牛郎、织女拘分两河，永不许偶。旗纛将军蚩尤与妻子石尤称乱，起兵犯天垣，大败羽林军。精卫奋力填河，欲使牛郎、织女相会，石尤故意兴风吹倒石墩，使之功败垂成。精卫偕天孙避兵，途中相失。天孙投河自尽，为蚩尤所救。石尤见面生妒，将天孙拘于渐台。精卫遍访天孙，遇农丈人星老，引入渐台相会。讹传牛郎已死，天孙悲怆欲绝。牛郎率众扼守天垒，以火牛大败蚩尤，擒之，石尤逃入洋中。武曲大将乘胜追击，得天孙，暂留困中，视为己女。牛郎凯旋，武曲款待东台，使与天孙相聚。圣旨下，敕勒牛郎、织女双星仍处两河，各司其职，七夕鹊桥相会。

情节融入了《山海经》中精卫填海的神话元素。精卫成为了织女的姑姑，并促成了牵牛织女的婚事。所叙蚩尤与天帝大战事，亦出自《山海经》。在《双星图》中，蚩尤的身份是人间被诛，后为天帝所救，成为天庭将军，并提出率部下游览白玉楼的请求，后被天帝拒绝。被拒后一面秘密侦查，一面大张旗鼓地练兵，最后侵犯天庭。这在《双星图》中，成为牛郎织女故事的背景情节。石尤的原型则是传说中的悲情妇女。传说有商人曾娶石氏为妇。商人远行不归，石氏思念成疾，郁郁而终。在戏曲故事中，石尤变化了角色，成了蚩尤的妻子，还是一位有武功、有魄力、能打仗的女将军，还嫉妒织女，有血有肉，一改此前悲情思妇的形象。

    小说戏曲自诞生起，创作心理之一是逞才炫博。文人借助情节的创作、诗词歌赋的加入，炫耀自己见识广博，才华过人。《双星图》对牛女故事的演绎发挥，也是这一创作好尚的体现。

又如尤侗的《钧天乐》在二十八出《渡河》专写了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。织女仍然是天上的仙女，牛郎也还是管理牧牛的神仙，两人结婚后，沉浸在二人的爱情甜蜜中，荒废了各自的职业，使得天帝不悦，把他们拆散在河西、河东，只允许他们每年的七月初七才能相会。后来，牛郎织女痛定思痛，改过前非，表现良好，天帝就宽恕了他们，下旨永居织室，不再分离，是大团圆的结局。这种书写赋予了牛女故事大团圆的结局，和此前的写法截然不同，反映了人们与美好爱情的向往，融入了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的美好愿望，对美满爱情婚姻的追求。

六、结语
    经全文考论，牛女故事在先秦便已生发，此时牵牛和织女的主要面貌是天上星座，但从现存资料看，先秦时牵牛织女已经有了人神化的倾向。至两汉，牛女俱已明确有了人物形象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，石像的出现即为证据。在魏晋南北朝，随着叙事文学的发展，牛女故事的雏形日渐形成，基本的情节和人物设定俱已完备。时至唐宋，诗词对牛女故事的演绎蔚为大观。这一时期，文人普遍抒发对牛女的同情，表达对此爱情悲剧的憾恨，借此抒发对自身境遇的感慨。值得注意的是唐传奇对牛女故事新的书写。小说中织女的形象出现艳情化倾向，由高贵坚贞的天上神女，变成多情放荡的女性，这和艳情文学的兴盛、唐代社会风气的转变均密切相关。明清时期，小说戏曲文学形式进一步蓬勃发展。牛女故事依旧是受到青睐的书写主题。随着体裁体量的扩大，牛女故事被杂糅进各种元素，彰显了作者丰富的想像才能，使牛女故事再度得到改造加工。但总体而言，故事的情节情感，则依旧沿袭着前代早已形成的基本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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